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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徐选国　 吴佳峻　 杨威威
摘要：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

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３０年治理变迁，其
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
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

【方法】通过５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
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
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

【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
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
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
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
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
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

【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
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
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
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
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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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论文为特大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提供了一个范本，强调将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激活社区活力、促进社区参与、实现社区共治等治理
效能。

!

　 社区治理政策导向应该更多指向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居民关心关切
的议题为切入点，搭建参与平台，促进参与组织化载体，实现社区自治
共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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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述评与问题提出

社区治理成为单位制解体之后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关键场域。社区治理原
本是用来解决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的管理、福利和社会秩序问题，但随
着社会领域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治理进程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社
区治理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下城乡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日益昭示着国家治理的实践走向（吴晓林，２０２０）。学界从逻辑起点、理
论阐释、问题探讨等方面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可以概括为
以下方面：

第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起点。有学者指出，社区治理首先应解决
“治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需要形成基层公共性的稳定生产机制，进而实现
“活力”与“秩序”的双重聚焦（黄晓春，２０１７；蒋卓晔，２０１９）。还有学者指
出，党建引领与基层社区治理是一种互动关系（布成良，２０２０），党建引领城市
基层社会治理是要破解科层制带来的碎片化治理困境，进而促进基层整体性治
理的形成（张振洋，２０２０）。更多研究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视作实现执政党合法
性建构、治理权威塑造以及政治整合目标的关键机制（王浦劬、汤彬，２０２０；
杨宏山、李娉，２０２０）。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很少将生活视角带入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的研究中，有学者虽然指出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的项目要嵌入生活，强调
党建引领与生活的连接（杨威威、徐选国，２０２０），但从美好生活的角度切入对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进行的研究较少。

第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理论阐释。有学者从“结构—过程”范式、“结构
—能力”范式研究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转向（李小艺，２０２０；吴晓林，２０１５），
还有学者在分别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治理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理论进行阐释
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党”元素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意涵（王海荣、闫辰，
２０１８；张冬冬，２０１９；吴新叶２０２０）。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从政社关系到党社
关系的转变应成为分析社区治理的新型范式（戚玉、徐选国，２０２０）。那么，政
党与社会群体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有学者梳理了国外有关政党与社会关
系的两大传统：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认为“先有社会，后有政党”，政党是
社会群体的表达和反映，政党的使命是完成社会和群众的利益（Ｒａｎｄａｌｌ ＆
Ｓｖａｓａｎｄ，２０１０），体现了政党嵌入社会的意涵；二是新马克思主义视角指出
“先有政党，后有社会”，“社会群体”作为行动主体恰恰是被政党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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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成型的，体现了政党对社会的生产（张跃然，２０１８）。
国内学者针对党与社会的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理论视角。例如，叶

敏（２０１８）提出，政党组织社会是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田先红（２０２０）
进一步提出“政党引领社会”视角，李威利等（２０２０）提出党建赋能的社区治
理取向。吴晓林（２０２０）提出“党链接社会”的分析视角，强调社区党建具有
政治建设和社会建构的双重属性，社区成为党组织二次社会建构的单位。这些
观点确实较好地阐释了近年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取得的积极成效，但是，
深入地看，这些视角与前述西方学者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中的“政党塑造社会”
逻辑基本一致，即强调“社会”是由政党型塑或生产的。实际上，这种导向忽
视了政党形成之前已经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社区治理实践中很多传统社会元
素持续发挥作用的情形，同时，被塑造出来的社会对政党产生的反作用也未被
关注。

第三，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问题探讨。有学者指出，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
挑战是社区自主治理能力弱和治理体系协作效率低，因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的关键是精准对接社区治理的实际问题（王德福，２０１９）。李涛等人（２０２０）
指出，目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存在公民参与主体行政化、认知片面化、行为
仪式化等问题。李友梅（２０２０）指出，随着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实践不断
深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缺乏、基层政府深度推动治理转型缺乏持
续动力、社会组织发展领域的制度难以整合、社会治理的纵横机制缺乏联动等
新型治理挑战日益凸显。上述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阐释较多基于对目前普遍存
在的现象进行分析，且主要是一种静态视角，忽视了对社区治理案例实际进行
纵向历史变迁的机制探讨，以及同一案例在前后不同时期的历史逻辑和治理
经验。

既有研究虽然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起点进行了论述，但他们的关注
点更多是一种社会治理逻辑而非生活治理逻辑（熊万胜，２０１８）。关于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的理论更多强调政党生产社会、型塑社会，单向度地强调党组织的主
体地位，而忽视了社会本身的能动性及其对政党行动的作用和影响。同时，既
有研究较少关注社区治理的纵向变迁及其深层机理，这种研究取向容易忽视
“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另一个面向，即实践中的治理效能又是如何进一
步强化和影响制度环境、制度变迁的？因此，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到底要解决什
么核心问题，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为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如何回应以人民为中
心、构建美好生活，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等议题，都尚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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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破题。
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一个具有３０年治理历史的城市社区进行长时段观察发

现，该社区前２０年存在着治理主体分化、治理矛盾凸显、治理效能甚微的多重
困境，在后１０年发生着巨大变化，基层社区党组织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将潜藏
于基层社会的力量激活，通过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等机制，实现了该社区的治
理蜕变和成功转型，探索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合作治理实践。基于此，本研究的
核心问题在于：在近３０年的治理实践中，梅村从原先治理失败到后来治理成功
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种转变体现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何种深层机理？

二、有组织的合作行动：城市社区治理的一种新型分析框架

（一）公共选择与理性行动：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限度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项需要不同行动者共同参与的议题，长期以来以经济学
为理论基石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成为传统社区治理的主导范式。其中，奥尔森
的《集体行动的逻辑》（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５），以及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公共事务的治
理之道》（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是最主要的代表性论著。该理论是从理性人的角度来
分析城市治理中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逻辑，集体行动问题或非市场决策问题成
为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公共选择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将“经济人”
作为最基本的前提假设，集体成员身份的获得在于他们自身能够获取何种对他
们而言存在利益的事物而非在于一种强烈的归属感（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１９５３）；该理论
还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
都有使自己行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所谓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

现实中，由于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当我们在谈论城市治理时，更
多地是以城市社区作为基本单元进行分析和思考，因此，以城市社区为基础的
治理（社区治理）构成了城市治理或基层社会治理的子系统，从而进一步被视
为国家治理的微观场域（李友梅，２００７）或基本单元（杨敏，２００７），然而，
社区治理本身的“社区”意涵被相对搁浅。在城市治理的实践场域中正发生着
一场静悄悄地从统治迈向“治理”的革命（蔡禾，２０１２）。集体行动理论将人
视作“理性人”或“经济人”强调了人的经济理性，这构成其主体性的一部
分。然而，人在本质上并非天然趋于这种利益最大化，其本身具有更为重要
的道德属性和社会属性。前述理论仅仅是从经济学视阈来理解人，忽视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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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来分析人更为重要的维度，这就导致其对人的主体性、自主性理解
的偏隘。

（二）组织规则与有组织的无序：法国组织学派的借鉴与启发

法国组织学派将组织理解为一种人为的建构而非自然形成的现象，人们之
所以要建构组织，“其目的在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而其中要解决的最为重要
的是合作的问题”，换言之，唯有靠集体行动才能实现目标（克罗齐耶、费埃德
伯格，２００７）。在他们看来，组织为集体行动实践提供了持久的条件与力量。人
们建立组织，意在解决不这么做就无法解决的问题，建立组织意味着合作，但
是，这种合作并不仅仅是行动者本着良善的意愿而展开的联合，而是要运用集
体的力量来解决大家所面对的共同难题。

这看似仍未跳出以往集体行动的“经济人”或“理性人”逻辑困境，然而，
法国组织学派进一步指出，一旦进入组织，行动成员就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守组
织的规则，这些规则型塑了组织成员与组织集体的关系。这些规则的存在并不
意味着组织对行动者具有绝对意义上的限制；相反，组织中的行动者不是被动
的消极顺应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一直具有选择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这种观点相较于经济学视阈中的集体行动对于行动者主体性的限制而言，更加
强调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组织结构／规则之间的弹性互动，强调行动者在组织规则
下进行的是有共识性的合作行动。这意味着，如果将社区视为一个封闭的组织
系统的话，社区里的相关主体，包括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居
民等，都可以视作构成组织的基本单位。一旦作为组织的社区建立起某些共识
性规则，则会对组织（社区）内相关主体具有型塑作用。这是法国组织学派对
我们思考社区治理的重要启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指
令性的自上而下式的治理实践模式，其更加偏向于党和政府对基层社会稳定的
考量（徐勇，２００９），因而体现出单向治理与被动参与的局面，可见，这一理论
模式仍然缺乏对本研究所展示的合作实践之恰适性解释。

法国组织学派一方面指出人们的行动受到多种环境的影响，其中一种环境
由制度体系所构造，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共享知识和规则体系；另一方面，环境
由追求自身目标的行动者及其策略性的互动行为所构成，这些行动不是自发的，
而是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发生碰撞、互相对峙，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无序”
状态，呈现出组织合作的深层困境（马伊里，２００８）。这表明，合作难以可能是
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行动者在其相互关联的策略性行动中产生的后果，通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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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制度设计很难消除实践中的合作困境。这就需要跳出单一的经济人行为分
析或结构－能动性之间的二元分析，更深入地对合作何以可能的深层机理进
行分析。

（三）政党激活社会：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针对国内目前提出的党建链接社会、政党组织社会等理论视角发现，虽然
这些视角已经开始关注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但是这些视角倾向于
认为政党先于社会并对社会产生型塑作用，忽视了社区原本潜藏着社会元素的
事实。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或治理，既需要不同的主体参与其中，同时又需要
一些共识性的规则作为行动指引。法国组织学派虽然根本上有别于公共经济学
或公共选择理论家们对集体行动的分析思路，把组织与行动者视为同等重要元
素，认为组织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在于：人们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时，才
进行组织建构；同时，通过“游戏”等方式加以组合，并通过共识性、整合性
的行动／组织规则得以合作行动。在具体的分析中，他们借助“权力作为一种
行动能力”“游戏作为行动工具”“游戏规则”“不确定性领域的占有与获得”
等思想，构建了组织中的行动者得以建立合作关系，并进行集体行动的理论
路径。

然而，当把法国组织学派的组织分析理论引入我国语境时，面临着解释本
土现象的恰适性问题。例如，在伦理逐渐式微的前提下，如何在社区（组织）
中形成规则，并让规则为组织成员所遵循，就需要结合特定的治理情境加以思
考。在当前迈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党建引领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引擎，其内
在蕴含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党建引领使社
区治理朝向社会目标，并通过党建赋能使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得以可能，实现了
双重逻辑的整合。因此，本文基于法国组织学派提出有关组织、规则、有组织
的无序等理论观点，进一步注入了符合我国情境的现实元素，把政党激活社会、
社会助推治理效能作为合作行动得以可能的内在机制。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
将各类行动者整合到共同的行动实践体系中，通过集体的、合作性的治理行动，
参与对社区相关议题的分析、解决。

笔者进一步将公共选择理论学派、法国组织学派，以及本文在此基础上建
构的“政党激活社会”分析视角纳入共通的分析维度之中分别进行阐释和比较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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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理论视角下社区治理的核心假设、行动原则及实践机制对比

理论
类型 公共选择理论① 法国组织分析 政党激活社会

核心
假设

经济人／理性人假设
有限理性人

规范运用者
行动者主体性

党建赋能与行动者的主体性
激发

行动
原则坚持利益最大化 行动者遵循组织规则，与

组织结构之间的弹性互动
强调社会理性，而非经济
理性

实践
机制

搭便车、有选择性的激励、
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供
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

外在于行动者本身的集体利
益／共享利益起着关键作用

再组织化（权威塑造）和自
组织化（规则应用）相结合
的机制

合作
程度

小集团易合作
大集团不易合作

在组织规则下进行游戏，
完成目标

取决于党组织的激活能力以及
社区内社会力量的成熟程度

理论
限度集体合作的困境

由于行动者存在的策略性
互动，导致“有组织的无
序”现象存在

政党激活社会的视角能否普
遍推广还需要更多理论论证
和实践验证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不同理论以及本文建构的分析视角自制而成。

三、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简介

梅村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建成的动迁安置型老式社区，辖区内
有２３６９户，常住居民６５００人左右；其中，６０岁以上老人２４７４名，老龄化比例
约为３８％，离退休党员近２４０人，梅村党总支下设４个党支部②。梅村建成以
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制的衰落、国有企业的结构重组、人口老龄化加剧
等情境要素共同叠加于梅村之上，型塑了梅村老人多、房型多、弱势群体多、
出租房多的复杂局面。同时，也存在数量不少的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下
岗失业待就业人员等“问题人士”，他们由于对政府动迁安置的不满，经常鼓动
其他居民“闹事”，甚至集体上访。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居民内心的焦虑与纠结、个体利益诉求等未能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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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
论。文章将两种理论观点放在一个维度上的前后关系上加以呈现，后者对前者具有某种意义
上的修正和超越。

数据来源于笔者最近一次对梅村Ｓ书记的访谈（２０２０１２０７Ｓ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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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及时回应与解决，这些居民就常常借助社区中的种种问题（如家中被盗、
中环动迁等事件）将个人情绪和矛头指向街道、居委会等。另外，梅村还是一
个出名的垃圾村，垃圾满天飞，居民有时直接从窗户将垃圾往下倒，对于社区
公共事务而言，几乎没有人愿意参与其中……这一系列结构性挑战和治理困境
持续了十多年无法突围。这就是梅村在２０１１年以前的镜像，被媒体甚至居民本
身称作“垃圾梅村”。而真正将梅村的治理难题重新思考并通过一系列行动加以
改变的则是从２００７年Ｌ街道对Ｓ书记的一纸调任开始的。Ｓ书记来到梅村之后
深耕社区，一方面，其通过扎根居民生活实践获得了较高的群众基础和威信；
另一方面，通过资源整合回应居民多元需求，找到了一条能够切实解决梅村治
理困境的突围之路。
２０１１年，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一个环保宣传者来到梅村，带来环保新理

念和就地转换废旧物品再利用的“实验”，给当时参与的１０名居民带来了思想
冲击，并激起了他们的浓烈兴趣。在党总支的认可后紧接着组建了一支“绿主
妇”环保行动小组，参与到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实践之中，开启了以垃圾分
类、低碳、绿色为切入点的社区治理道路。此后，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
进，社区参与人数不断增多。２０１２年，“绿主妇”行动小组取得初步成效，由
原先的居民自组织向正式法人组织转变，注册成为正式的社会组织，扩大了社
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共治的载体、领域和视野。

至今，“绿主妇”的实践已经辐射到全国多个省市，并吸引了包括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国家相关部委领导、上海市各级领导，以及诸多省市基层组织的参
访和调研，并获得“第二届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中国好社企”，以及
国家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开展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２０１９年“十佳
公众参与案例”等一系列荣誉。与此同时，梅村的治理已经从环境改善扩展到
了邻里空间再造，从垃圾梅村向花园梅村蜕变，以及从单向追求小区自治向党
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格局转变。本文正是对梅村这样一个长期治理失效，但却
又转向有效治理的案例进行深度观察及其深层机理探讨。

（二）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曾在２０１５年年初开始进入梅村，并关注梅村的历史变迁以及治理
实践转型何以可能的议题，至今先后数十次进入梅村进行田野调查，掌握了较
为翔实的经验素材。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助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方
法，以梅村为个案，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对梅村治理实践进行了
连续５年左右的间断性跟踪调研，并借助个案研究法对丰富的经验素材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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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编码和分析。其中，参与式观察是指文章团队成员进入到梅村的场域之中，
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观察和感受梅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变化与行动逻辑。深度
访谈法是通过与梅村前任书记、“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理事长，原居委会
主任，现任梅村党总支书记，现居委会主任，社区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区
居民所进行的访谈与交流，以深描梅村的历史镜像与现实逻辑。

本研究属于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虽然学界一直以来对个案研究的代表
性与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个案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进行
更大范围的推广，因此，希望能够“走出个案”“拓展个案”，即通过“个案中
的概括———人类学的解释范式”以及“超越个案的概括———类型学的研究范式”
来对个案研究的局限进行弥补（卢晖临、李雪，２００７）。笔者在此无意对研究方
法的优劣进行比较，但笔者认为，对个案研究来说，关注其情境性、复杂性更
能说明案例本身的典型性与代表性问题。

在本案例中笔者关注以下几个复杂维度和情境性议题：第一，梅村作为一
个动迁安置型的老旧小区，但其何以能够从治理失效向有效治理转变，并成为
上海市乃至全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一个标杆？梅村３０年治理实践前后变化过程中
蕴含着哪些复杂的机制性问题？第二，本文作者对该案例进行了５年的跟踪调
研，对梅村长达３０年的治理变迁进行长时段观察，因此，该案例融入了“历
时”的维度，坚持对“历史—当代”的分析范式进行审视。第三，梅村治理案
例本身能否呈现出一些地方性智识，从而对宏大叙事进行解构。随着党建引领
的制度优势日益彰显，实践中的社区治理效能也不断显现，这与本研究所开展
的从治理失效到治理有效的经验事实具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本研究可以在
类似治理情境的研究中发挥一定的“示范”作用。综上，本案例的“典型性”
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来源于案例本身的特殊性，尤其是将其纵向经历的３０
年变迁历程纳入研究视野；另一方面，来源于笔者对该案例复杂性、情境性维
度的关注。

四、消极的集体行动与集体不参与：梅村的早期治理逻辑

如前述案例中所述，梅村近２０年的治理实践经历了前后显著的变化。笔者
将整个治理历程划分为两个具有明显差别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相应地型塑出两
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第一种是以消极的集体行动为导向的治理实践，这一阶段
主要是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到２０１０年，梅村的治理呈现出碎片化特征明显、
多主体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性难以调和的复杂局面；第二种是以有组织的合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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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导向的治理实践，这一阶段发生在２０１１年以来至今，不同行动者参与社区
公共议题，积极改变着原先的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生态。

（一）“垃圾梅村”：转型背景下的梅村社区百态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市中心市政工程建设需要，部分居民被动迁安置
到梅村及周边地区，当时动迁于此的居民多数文化层次不高、技能水平较低，
因此，在就业择业方面不具有竞争力。同时，由于小区建成后几年里没有建成
围墙，当时下岗失业工人、退休无保障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共同集聚在社区，
使得当时的社区充满了多重利益诉求和风险隐患，并且居民被盗是常有的现象。
时任梅村党总支Ｓ书记提到，当时的社区里人心涣散。

由于上海市政建设的需要，梅村迎来了二次动迁，很多居民没有被动迁而
多次进行上访。同时，这一时期人口结构较为复杂，外来务工人员与失业人口
占很大比例，对社区治安有影响，引起居民更加不满（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Ｓ书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过程中，物业这一市场化主体尚未普遍
萌发和兴起。这一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主要由居委会来承担，业委
会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缺位。这意味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上海城市基层治
理主要是以街道－居委会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体制，居委会在居民区工作中扮演
着“全能”的角色，居委替代物业特征显著。时任梅村居委会主任回忆道：

由于当时社区采取一体化管理，物业和居委会分工不明确，都是居委会
领着楼组长上门挨家挨户收物业管理费，导致社区居委会并没有全身心去
做社区服务工作，再加上没有建成业委会，居委会在对维修基金进行管理
时，导致居民的不信任（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Ｚ居委主任）。

诸如此种现象举不胜举，居民与居委干部，甚至与街道之间存在着若隐若
现的冲突和张力。另外，根据我们对社区居民的访谈得知，前些年小区环境卫
生非常恶劣。

我们小区以前的环境是真的很差的，外面的人说我们（社区）是垃圾
村，另外大家的素质普遍不高，也没有什么社区、小区的概念，垃圾随处
丢，随处可见，一刮风塑料袋漫天飘，脏乱得很（２０１５０６１８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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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分化、干群矛盾以及“脏乱差”的环境构成了梅村多年的环境形象，
因而被媒体称作“垃圾梅村”，整个小区以及居民感觉被下了“魔咒”一样，
十多年未能得到改善。在这种状态下，居民既缺乏公共观念，又缺乏理性的行
动参与。

（二）去组织化、集体抗争与集体不参与：社区体制转轨中的梅村治理困境

在这个时期，上海市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单位制改革，许多国有企业结构
重组，单位制的衰落和解体，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游离在社区之中，呈
现出非常典型的“去组织化”现象，由于作为组织化载体的单位制解体而尚未
形成替代性的组织通道（张静，２０１５），导致整个社会解组特征明显。加上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外来人口开始大规模涌入上海，这个时期在上海出现了“三
个一百万”的独特社会现象，这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变迁的开端，也有学者
谓之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曹锦清，２００６）。

在这种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居民们内心里体现出无措、焦虑和不安，并倾
向于将这些情绪指向政府或居委会。这种日常情绪政治化的现象在当时似乎较
为普遍（张静，２０１６）。例如，时任梅村Ｓ书记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梅村的居民在下岗失业后，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又因为他们的素质、能
力等各方面条件很差，所以这些人就散在社区，他们心里有诸多对社会的不
满，就会在社区体现出来。他们聚集在一起，骂天骂地，要么骂政府，要么骂
社区，对居委会的服务、对政府的制度是一百个不满意（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Ｓ书记）。

可以看出，在梅村刚建成直到新世纪初以来，无论是不同居民群体／个体之
间，还是居民—居委会／居民—基层政府之间都存在或明或暗的张力关系。针对
梅村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其社区分化问题，以往的书记、主任们也尝试过相
应的办法。据梅村Ｓ书记介绍，以前的书记们也带着居民做过垃圾分类回收，
但是效果并不好，居民们基本不会参与。究其根本原因是：居民区的工作是否
满足了居民最切实的诉求，环境改造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梅村居民来说，小区
公共环境的改造和治理似乎要放在他们切身关注的个体利益或家庭利益之后来
考虑。这也符合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遵循的“私”的文化逻辑（康建伟，
２０１１）。因此，在这一时期，社区“公共”参与基本上是缺失的。梅村居民对
政府安置政策不满而形成的集体上访（抗争）与居民在社区环境治理方面的集
体不参与，构成了梅村早期治理面临的两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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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党激活社会：党建引领下有组织的社区治理合作行动

面对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去组织化与社区分化现象，进行社会的再
组织化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议题（徐永祥，２００８）。如何实现社区治理场域的组
织化，需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以及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进
程来加以审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运
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与落脚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孕育于社会、扎根于人民，有着坚实的群
众基础和较为完善的社会结构组织体系。然而，市场化改革运动的兴起及其所
带来的冲击使整个社会由组织化建构体系向社会再组织化建构体系转变（林尚
立，２００７），而在社会再组织化的体系建构过程中，就势必要发挥党的再组织化
功能，因为党组织体系之下存在着广大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景跃进，２００５），更
为重要的是社会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由内而外的承认。因此，“再组织化”一直以
来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联结群众的重要功能，即将分散化、碎片化的个体
加以组织化，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和谐与稳定。

党建引领的实践导向是服务群众，尤其是近些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日益
被提到国家治理的改革进程中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
理体系，以及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求，这更深层次体现出党领导下的
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笔者认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将
利益区隔、分化的行政部门与分散的多元主体加以协调化与整体化，以共同实
现治理目标，达成治理成效；另一方面，党组织在“以人民为中心”以及朝向
“美好生活”建构的导向下，激发社区治理活力与社区居民主体性，进而推动社
区居民自治、共治的意识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建引领多元化主体合作共治何以可能的问题，与党
建引领的本质意涵及其合法性依据是紧密相连的。因此，这体现出党组织的另
一组织化面向，即党建引领下的自组织化逻辑。对此，笔者曾结合深圳Ｚ街道
的社区体制改革实践总结提炼出社区治理进程中的两种组织化逻辑：再组织化
与自组织化（徐选国，２０１５），通过组织化思路来促进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已经
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模式（徐林等，２０１５）。梅村正是在精准捕捉社区需求，并
策略性地从低碳、绿色和环保的角度切入进行社区治理突围的典范，通过党建
激活社会的逻辑，实现了激活社会力量及其助推社会治理效能的双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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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需求的精准评估：基层党组织对社区活力的激发

面临着自动迁安置以来的各种治理难题，尤其是依然居住在梅村并且由此
衍生的各种深层次结构矛盾应该如何回应、如何治理，一度成为对梅村工作的
巨大考验。作为过渡期，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间，Ｓ书记深耕梅村，针对社区不
同群体，了解他们各自面临的需求。同时，她从社区整体层面上思考社区的结
构性问题，如风气不正、不文明行为、社区大局意识弱、互帮互助精神匮乏等，
不断思考梅村治理的主次问题和问题解决的先后顺序，成为酝酿梅村治理模式
变革的关键时期，并且链接资源为急需帮助或者需要介入的社区居民提供便利
与咨询，解决了很多梅村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时任梅村党总支书
记、“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Ｓ理事长多次表示：

靠什么东西来把人从家引进社区，这个切入点非常重要，当时我们从低
碳、环保、绿色、健康这些方面切入，因为很多居民都关心这些议题，我
们引来社会组织（像北京地球村等专业组织）、万通基金会，学习他们的新
理念，开展生活垃圾源头减量（２０１９０６１１Ｓ书记）。

同时，现任梅村党总支Ｃ书记也表示：

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都是要以梅村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不同
的阶段，不同的时期，梅村社区居民所呈现的需求不同。因此，对于我们
基层社区工作者而言，精准把握居民需求，学会倾听居民诉求并能够予以
有效回应是社区治理的重中之重，这实际上也为我们后期开展工作奠定了
群众基础（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Ｃ书记）。

２０１１年，在梅村党总支的引领下，小区内１０位家庭主妇自发成立了“绿主
妇·我当家”低碳环保组织。她们在社区开展环保宣传、社区生活垃圾源头减
量等活动，她们朴素、节约的生活方式不断影响着社区居民，使得越来越多的
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回收活动中。在工作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为了会更好地发挥
辐射效应，梅村注册成立了绿主妇环境保护中心，形成了垃圾分类回收、“家庭
一平米小菜园”“绿主妇议事会”“爱心编结社”等品牌项目。项目中，党总支
不断充实和加强骨干队伍，发展成立了以居民为主体的“绿主妇”议事会，配
合党总支、居委会开展了小区自治管理工作。现任梅村居委会Ｗ主任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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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一些让居民觉得有意思、有意义的项目，为她们搭建平台，吸
引居民参与家园自治，培育居民的自主性，让她们在自我教育、自我学习、
自我服务、自我提升当中，体会作为一个居民，在社区当家做主时应该如
何去做（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Ｗ居委主任）。

多年来，梅村党总支、居委会已经带领居民形成了十余个社区品牌自治项
目，通过项目化方式将居民吸引进来，形成一个一个的组织化团体，他们常态
化地参与到梅村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这体现了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政党
激活社会”，将潜藏于社会之中的活力加以激发的行动逻辑。同时，我们看到了
梅村在２０１１年以来的治理转向，这种治理转向的核心特征包括以社区需求为导
向的社区治理实践与有组织的社区合作治理行动。

（二）社区规则确立与组织观念塑造：党建引领下的再组织化逻辑

结合上一阶段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两委班子达成“（梅村）整体人文
风气、小区环境氛围都不太好”的共识，并提出“树正气、讲文明、礼奉献、
顾大局、处和谐”这十五字的社区公约。这与法国组织学派强调通过“游戏”
规则来指导游戏（实践）有效开展是内在一致的，组织化观念本身也是我国基
层治理的重要传统。梅村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起步较早，社区党组织在社区
治理中发挥着较强的社区整合功能。时任梅村党总支书记、“绿主妇”环境保护
指导中心Ｓ理事长说道：

根据人群和现状，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我们就把这１５个字（树正气、讲文明、
礼奉献、顾大局、处和谐）视作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目标，这是对居民
的文明行为、综合素质的约束。我们希望他们都能遵守这个原则，因为只有分
清好与坏、树正气之风，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２０１５０６１８Ｓ书记）。

社区居民针对社区的改变谈道：

自从Ｓ书记来了以后，她亲力亲为，凡事都为我们着想，甚至拿出自己
的休息时间来做工作。正是这样的基层干部，让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对居
民的好（２０１９０５０８Ｚ居民）。

作为梅村的居民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不仅社区环境变好了，还有很多
活动可以参与。这些活动都是由社区党组织发起、成立的，现在我们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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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外界领导、其他社区作为示范点来参观，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很有
荣誉感（２０１９０５０８Ｙ居民）。

针对梅村社区治理面临的实际，党组织进行了“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
一方面，对破坏小区环境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和惩治；另一方面，更多通过
项目化的方式为居民搭台、由居民自己来唱戏，不断挖掘社区居民自治意识，
提升居民参与的主体性。这种双重策略较好地体现了一种基于基层社区正式权
力的非正式运作逻辑（孙立平、郭于华，２０００）。略有不同的是，这种被赋予的
基层治理权力并非带有明显的层级式政治权力体系，这种权力尤其需要与基层
治理中的实践情境密切结合。

正如杜赞奇的研究所指出的，国家政权建设或者国家政权在基层治理中的
行动必须要嵌入地方“权力的文化网络体系”才能够得以成功；反之，则会出
现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化”以及基层治理的失败（杜赞奇，２０１０）。只有基
层治理主体嵌入到基层文化网络体系之中，这样的治理才能够获得成功。在某种
程度上，上述社区自治团队的出现或者产生，是党组织“型塑社会”的政党—社会
关系逻辑（张跃然，２０１８），是以党建为核心引领促进“社会的生产”的体现，
这是中国特色社区治理的独特逻辑所在。这也印证了新的规则确立可以促进互
不信任的群体之间产生信任，促进治理品质的提升（张静，２０２０）。

（三）社区为本与居民自治：党建引领下的自组织化逻辑

长期以来，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治理场域形成了持久的
张力，因而被称为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徐永祥，２０１０），体现了不同主体
各自为政、各朝一处的分化治理行动。梅村的治理历程中同样也经历过上述分
化的治理实践，由于老旧小区自身的特点和限制，居委会承担了大量本该是物
业的事务（类似于一种“居委办物业”的现象），导致居委自身的角色模糊，
进而加剧了与居民之间的矛盾。２０１１年以来，在以环保为切入点的社区环境治
理实践中，党总支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引导力越来越明显，通过定期召开党总
支会议，将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社区民警、专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以
及社区居民纳入进来，形成了对社区公共议题的协商式治理实践，加强了基层
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整合优势（如图１所示）。

同时，在梅村党总支的引领下，居民社区自治的工作得以重塑。具体而言，
一方面，由于梅村自身资源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自身无法为社区居
民提供较为完善的服务；另一方面，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地球村环保组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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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理来到梅村，并与时任梅村党总支Ｓ书记交谈，将环保理念引入社区治理
中的重要意义，这与梅村党总支对梅村治理的逻辑起点不谋而合，于是环保组
织地球村的理念及其项目化支持得以进场。随着该组织的进入与生活垃圾源头
减量等多元实践，梅村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活动参与的热情日益高
涨以及人数逐渐增多，这为梅村后续开展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与群众基础。经
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梅村依托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开展了多个自治项目，
搭建了由居民主导的自治平台，通过工作项目化、项目活动化、活动专业化运
作，推动了梅村的居民自治与社区的公共性发育。

图１　 梅村党总支引领下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联动机制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梅村的治理实践体现出社区（党总支、居委会等）、社会组织（内外社会组
织和企业等）以及社工（主要是社区工作者）之间的联动机制，形成“三社联
动”参与梅村治理的重要导向。这种联动的内在机理在于不同主体之间基于社
区整体利益所形成的以社会理性为主导的行动逻辑（徐选国，２０１７）。这种行动
逻辑强调以社区利益作为超出个体行动、个体利益之上的“公共” “共享”利
益，强调个体利益与集体共享利益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依存。正如时任梅村党总
支Ｓ书记、“绿主妇”环境保护中心理事长所言：

只有走进社区，才会了解社区，才会自觉自愿地参与到社区的各项活动
中来。我们所发布的有关党组织、居委会的各项工作，都在寓教于乐的活
动中得以响应。这些能够真实地体现出我们基层党组织、居委会在社区自
治中的影响力、凝聚力、服务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Ｓ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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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梅村党总书记Ｃ谈道：

直至今日，我们梅村通过党建引领的方式形成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家
庭微绿地、厨余堆肥、厨余变宝、一平米菜园、环保创意ＤＩＹ等十大品牌，
这充分发挥了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多方资源的整合，形成了一种自下而
上的社区治理格局。在这种治理格局中，我们十分注重居民家园意识的构
造以及居民公共性的培育（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Ｃ书记）。

可见，从原先无人参与到部分居民碍于党总支和居委会主任的情面所进行
的“人情化”参与，再到较为广泛的、主动的社区参与，梅村的治理实践实现
了一种从无组织化、再组织化到自组织化的转向。这种组织化机制是解决长期
以来社区建设面临的碎片化、分化现实的根本途径，也是一种将基层党组织的
正式制度逻辑与社区中的非正式行动逻辑较好地整合的典型治理案例。同时，
进一步印证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居民主体性与自主性激活的可能性；换言之，
居民积极主动、有序参与社区事务，进行民主协商与社区自治，社区党组织也
更加获得基层群众的承认，有助于党组织与居民的联系加深（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２），
从而助推党建引领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获得与巩固。

六、结论与讨论

在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上，公共选择理论有关集体行动的实
践在法国组织学派理论家的努力推进下，不断走出了原有的狭隘的“经济人”
假设模式，通过将行动者、组织规则放置在特定的情境（更深层次的集体利益）
之中，形成了超越于“经济人”之上的组织化逻辑。但是，由于行动者自身的
策略行动导致“有组织的无序”现象，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所坚持的“政党激
活社会”逻辑体现出政党与社会的双重互构关系，形成有组织的合作治理机制。
基于此，论文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政党激活社会力量与社会力量强化党建引领的治理效能是相互作用
的。政党具有激活孕育其发展的社会活力，并进一步引领社会力量在治理实践
中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强化了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和治理目标。梅村的治理
变迁表明，通过党组织核心引领，一方面激活了社区活力，另一方面推动了被
激活的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公共议题之中。因此，以党建为核心引领促进社区
治理创新的实践逻辑较好地契合了本文所强调的有组织的行动逻辑，有助于将
党的元素与社区的元素进行结合，进而体现党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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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联系（Ｒｅｅｄ，２０１３），实现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社关系建构和治理逻辑。
第二，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实践更加遵循社区共享利益的核心逻辑。

研究显示，梅村经历了近３０年的治理变迁过程，呈现出从原先基于体制转轨、
社区分化情境下的消极集体行动向以社区整体利益（共享利益、社会理性）为
导向的有组织的合作行动逻辑转变。梅村治理实践的转向体现出个体行动者通
过社区组织化而得以连接，这些组织通过项目化方式参与到梅村整体社区治理
之中，因而实现了个体行动者—组织—社区之间的有效连接。在很大程度上，
本文对“社区”内涵和理论的阐释，超出了目前一般意义上的地域社区、居住
社区的含义，而是具有强烈社会属性、生活属性的社区公共性含义，具体将另
文探讨。

第三，有组织的合作行动具有特定的中国情境含义。有组织的合作行动对
于理解我国当下诸多议题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
会治理创新以来，在诸多领域都进行着从“管理”走向“治理”的转向，这不
仅是理念上的转向，也是研究路径和范式的转向。在当前中国，社区长期以来
被视为一种国家治理单元而具有行政、政治的属性，失去了其本原的社会性质，
因而，在一种“分化了的”碎片化社区情境中，对于社区组织化的诉求就显得
尤为明显（李强、葛天任，２０１３）。因此，党建核心引领下的社区组织化成为当
前社区治理努力实践和追寻的路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和话语真正赋予
了有组织的合作行动得以可能的内在机制。这种以党组织为核心引领下的社区
治理所具有的“生产社会” “型塑社会”特点，体现了较强的中国情境含义。
有学者已尝试将这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用于研究和分析当前基层党建核心
引领下的社区环境治理议题，探究了社区环境治理得以有效推进的实践逻辑和
动力机制（戚玉，２０１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研究的观点内在相通。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采用的“集体行动”的含义是在两个意义
上进行理解的：一是以公共选择理论、法国组织学派的集体行动谱系为线索，
展示前者以“理性人” “经济人”为核心原则，后者以“集体利益” “共享利
益”为原则；二是以实践中梅村的治理实践变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消极
集体行动，甚至可以称为抗争行动以及２０１１年以来的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呈
现的集体行动的不同类型及其含义为线索。在第二重含义上，与以往学界采用
的社会动员（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周雪光，２０１５）、底层抗争（董海军，
２００８）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本研究基于实践得出这种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体现
出党建引领下政党激活社会与社会助推党建引领的双重关系逻辑。未来的研究
需要更多朝向“政党激活社会”这一中观范式的理论建构、概念阐释和系统化
验证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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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党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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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Ｗ． Ｌ． ＆ Ｍａ，Ｍ． Ｃ． （２０２０）．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ｕ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５：１３ － ２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克罗齐耶、费埃德伯格（２００７）． 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 张月，译． 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Ｃｒｏｚｉｅｒ，Ｍ． ＆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ｄ，Ｅ．（２００７）．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Ｙ． ｔｒａｎ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伊里（２００８）． 合作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Ｍａ，Ｙ． Ｌ． （２００８）．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戚玉（２０１５）． 行动者、空间生产与城市社区环境治理———基于对上海梅村的经验研究． 华东
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Ｑｉ，Ｙ． （２０１５）． Ａｇｅｎ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戚玉、徐选国（２０２０）． 从政社关系到党建引领：理解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化与经验嬗变———基
于对上海沪街的实证研究． 学习论坛，２：７９ － ８６．
Ｑｉ，Ｙ． ＆ Ｘｕ，Ｘ． Ｇ． （２０２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２：７９ － ８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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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郭于华（２０２０）． “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Ｂ镇收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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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Ｌ． Ｐ． ＆ Ｇｕｏ，Ｙ． Ｈ． （２０２０）． “Ｂｏｔｈ 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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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Ｘｉａｍｅｎ：Ｌｕｊｉａｎｇ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田先红（２０２０）． 政党如何引领社会？———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 开
放时代，２：１１８ － １４４．
Ｔｉａｎ，Ｘ． Ｈ． （２０２０）．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Ｌｅａｄ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Ｄａｎｗｅｉ Ｅｒａ．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２：１１８ － １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德福（２０１９）． 催化合作与优化协作：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机制． 云南行政学院
学报，３：１３ － ２０．
Ｗａｎｇ，Ｄ． Ｆ． （２０１９）．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３：１３ － 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海荣、闫辰（２０１８）．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问题与发展．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２：４６ － ５５．
Ｗａｎｇ，Ｈ． Ｒ． ＆ Ｙａｎ，Ｃ． （２０１８）．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ＰＣ（Ｆｕｊ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４６ － 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浦劬、汤彬（２０２０）． 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Ｔ市Ｂ区社区党组织治理
经验的分析． 管理世界，６：１０６ － １２０．
Ｗａｎｇ，Ｐ． Ｑ． ＆ Ｔａｎｇ，Ｂ． （２０２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ｒｅａ Ｂ ｏｆ Ｃｉｔｙ 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６：１０６ － １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 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 中国社会
科学，１１：１３５ － １５５ ＋ ２０５ － ２０６．
Ｗａｎｇ，Ｓ． Ｚ． ＆ Ｙａｎｇ，Ｆ． （２０１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１：１３５ － １５５ ＋ ２０５ － ２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晓林（２０１５）． 中国的城市社区更趋向治理了吗———一个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华中科技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６：５２ － ６１．
Ｗｕ，Ｘ． Ｌ． （２０１５）． 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５２ － 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晓林（２０２０）． 党如何链接社会：城市社区党建的主体补位与社会建构． 学术月刊，５：７２ － ８６．
Ｗｕ，Ｘ． Ｌ． （２０２０）．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ＰＣ Ｌｉｎｋ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ｃｔｏ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５：７２ － ８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新叶（２０２０）．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中国叙事———兼论国家－社会范式的局限及其超越． 人
文杂志，１：１１４ － １２２．
Ｗｕ，Ｘ． Ｙ． （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１：１１４ － １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林、许鹿、薛圣凡（２０１５）． 殊途同归：异质资源禀赋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 公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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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报，１２（０４）：１２２ － １３０ ＋ １５９．
Ｘｕ，Ｌ． ，Ｘｕ，Ｌ． ＆ Ｘｕｅ，Ｓ． Ｆ． （２０１５）． Ａｌｌ Ｒｏａｄ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Ｒｏｍ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２（０４）：１２２ － １３０ ＋ １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熊万胜（２０１８）． 社会治理，还是生活治理———审思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 文化纵横，１：１１５ － １２１．
Ｘｉｏｎｇ，Ｗ． Ｓ． （２０１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ｒ Ｌｉｆ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１５ － １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选国（２０１５）． 嵌入性治理：国家、组织与城市社区建设———基于对深圳市Ｚ街道的经验研
究．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Ｘｕ，Ｘ． Ｇ． （２０１５）．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Ｚ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选国（２０１７）． 社会理性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化的视角转换———基于上海梅村的“三社联动”
实践． 社会建设，６：５ － １５．
Ｘｕ，Ｘ． Ｇ． （２０１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ｉｎ Ｍｅ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６：５ － 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勇（２００９）． 社会动员、自主参与与政治整合———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６０年研究． 社会科
学战线，６：１９ － ２６．
Ｘｕ，Ｙ． （２００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
６：１９ － ２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永祥（２００８）． 社会的再组织化：现阶段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重要课题． 教学与研究，１：
２４ － ２９．
Ｘｕ，Ｙ． Ｘ． （２００８）．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２４ － 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永祥（２００１）． 社区发展论．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Ｘｕ，Ｙ． Ｘ． （２００１）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宏山、李娉（２０２０）． 双重整合：城市基层治理的新形态． 中国行政管理，５：４０ － ４４．
Ｙａｎｇ，Ｈ． Ｓ． ＆ Ｌｉ， Ｐ． （２０２０）． 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５：４０ － 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敏（２０１８）． 政党组织社会：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 探索，４：１１７ － １２２．
Ｙｅ，Ｍ． （２０１８）．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ｂｅ，４：１１７ － １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敏（２００７）．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
认知的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４：１３７ － １６４ ＋ ２４５．
Ｙａｎｇ，Ｍ． （２００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ｉ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１３７ － １６４ ＋ ２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威威、徐选国（２０２０）． 嵌入生活的项目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海
市塘村“美丽乡村”建设经验的个案研究． 河南社会科学，４：１００ － １０９．
Ｙａｎｇ，Ｗ． Ｗ． ＆ Ｘｕ，Ｘ． Ｇ． （２０２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４４

◆专栏：政党与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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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ａｉ Ｃｉｔｙ． Ｈｅｎ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１００ － １０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冬冬（２０１９）．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１１：８６ － ９３．
Ｚｈａｎｇ，Ｄ． Ｄ． （２０１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１１：８６ － 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静（２０１５）． 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 学海，１：５０ － ５８．
Ｚｈａｎｇ， Ｊ． （２０１５ ）．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Ｂｉｍｅｓｔｒｉｅ，１：５０ － 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静（２０２０）． 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对ＸＷ案例的事件史分析． 社会，４０（０５）：
９１ － １１１．
Ｚｈａｎｇ，Ｊ． （２０２０）Ｃ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ＸＷ Ｃａ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４０（０５）：９１ － 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５）． 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动． 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１８２ － ２０８ ＋ ２４６．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１５）． 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８２ － ２０８ ＋ ２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跃然（２０１８）． 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
径． 社会学研究，３３（０３）：２１６ － ２４１ ＋ ２４６．
Ｚｈａｎｇ，Ｙ． Ｒ． （２０１８）．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ｗｏ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３（０３）：２１６ －
２４１ ＋ ２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振洋（２０２０）． 破解科层制困境：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以上海市城市基层党
建实践为例． 内蒙古社会科学，３：５９ － ６６．
Ｚｈａｎｇ，Ｚ． Ｙ．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ｔ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５９ － 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ｕａｒａ，Ｄ． （１９８８）．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Ｒｕｒ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２．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Ｌ． （１９５３），Ｇｒｏｕｐ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 Ｄ． ａｎｄ Ｚａｎｄｅｒ Ａ． （Ｅｄｓ． ），
Ｇｒｏｕ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Ｗｈｉｔｅ Ｐｌａｉ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ｗ，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 Ｃｏ．

Ｏｌｓｏｎ，Ｍ． （１９６５）．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ｓｔｒｏｍ，Ｅ． （１９９０）．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ａｎｄａｌｌ，Ｖ． ＆ Ｓｖａｓａｎｄ，Ｌ． （２００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９（０３）：１ － １０．

Ｒｅｅｄ，Ｉ． Ａ． （２０１３）． 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３１（３）：１９３ － ２１８．

Ｒｏｂｅｒｔｓ，Ｋ． Ｍ． （２００２）． Ｐａｒ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７（５３）：９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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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